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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

余建荣
1 

（重庆文理学院科技部，重庆永川 402160） 

【摘 要】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、演变而来的。巴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，构成了重庆城

市文化重要的人文传统。基于地貌特征形成的“江-山”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自然传统。重庆城市文化在几千年

的变迁过程中，逐步完成了传统与更新、古老与现代的交替，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槃和更生。在这一转换过程中，

移民活动和近代化是重庆城市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巨变的重要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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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文化从城市诞生起，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，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积淀和发展而形成。城市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城市发展脉

络，有着多重内涵和表现形式。一座城市能够延续和发展，越来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延续。城市不仅体现着它所具有的物质功

能，而且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，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。 

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、演变而来的。公元前 316 年，张仪筑江州城，重庆开始了城市建设，其后数易其名，

而重庆之得名，则在南宋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，此后一直沿用至今。 

重庆依山傍水，既是山城又是江城，有独具的风韵和特色。它以巨大的魅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产生凝聚力量，使自己成为

古代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；近代逐步成为工商业发达、人口众多的商埠；现代发展为长江上游的经

济中心，是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。它集中体现了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交织和碰撞。 

一 

巴文化无疑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，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

构的总和。巴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，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记载：“西南有巴国，大皞生

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始为巴人。”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记载：“西南有巴国，有黑蛇，青首，食象。”《山海

经·海内南经》记载：“夏后启之臣曰孟涂，是司神于巴。人请讼于孟涂之所，其衣有血者乃执之。是请生，居山上，在丹山西，

丹山在丹阳南，丹阳，居属也。” 

据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研究,大约原始社会末期,巴民族和巴文化产生了,“巴”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、南至鄂西清

江流域、东至宜昌、西达川东的地区。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，最终以重庆为中心，建立了巴国，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。在

民族迁徙的过程中，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，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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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公元前 316 年,秦国灭巴国,大批巴人纷纷进入长江以南的武陵山区。表面看来,一个强大的巴族消失了，出现了所谓的

“巴人之谜”。其实巴族以另一个形式出现了,大约在唐、宋时期,巴人逐渐融入了武陵山中的原住民等族群，并加上从江西迁来

的汉人等,逐步完成转型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“土家族”。 

因此可以说，现代重庆城市文化中流淌着土家族文化的因子。巴文化的基本民族性格是崇力尚武，它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

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。巴文化的这种民族性格使得巴人始终具有勇于斗争、勇于反抗、不畏强暴和不惧艰难险阻的

民族精神。正是这种民族气质，像一根红线维系着巴人的繁衍和发展。 

巴人是一个居住在水边的民族，是一个崇尚船依赖船的民族。他们死后，又用船作为葬具，或仿其形且加盖作葬具，考古

学上称之为船棺葬。生活在高山大川的他们，面对的是滔滔江水，如削绝壁。险恶的生存环境离开了船，就像人失去了腿，寸

步难行。船是他们创立家业、联系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。从船棺葬我们可以看出：巴人跟船结下的是生死缘，生生死死都不离

船。从另一方面看，船棺葬又展示了巴人与众不同的生死观。 

史料记载：巴人是一个尊祖爱国、重义轻死的民族。三峡滩多水险，翻船死人寻常事。死亡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是件非常可

怕的事。但巴人却把它看得很淡。人死了，装进棺材，葬在悬崖峭壁上，那样子看上去简直是在炫耀死亡。在巴人眼里，生命

是轮回的，死后便是生。直到今天，巴人的后裔土家族还保持着先民的习俗。人死后，他们围着棺材通宵达旦地跳撒尔嗬，伴

以动作，唱词中不时出现嘲笑死神的句子。 

巴人住所是一种可称之“干栏”式的建筑，这种建筑分上下两层，竹木结构，上层居住着人，下层用底架支撑，这样的结

构自有它的好处，一方面可以防御南方地区的潮湿，另一方面又可避虫蛇之扰。这种建筑特征一直延续到近现代，在当下的重

庆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风格的建筑。 

巴文化绚丽多彩，现实与浪漫交织于一体。由于面临着恶劣的生活环境，基于生存的需要，巴文化中天然蕴含着改造自然、

征服自然的成分。因为他们赋奇特幻想于神秘的自然，使得巴文化成分中又有瑰丽浪漫的神奇色彩。 

著名的古曲《下里》《巴人》，来源于巴地的民歌，充分说明了巴文化是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大众文化。而源于巴渝地区的

竹枝歌、竹枝词，描绘风土人情，本身也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交融互摄的一种文学形式。 

巴文化在与外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，博采众长，在继承的基础上引进、融合和创新，如土家族民间祭祀舞蹈《跳丧

舞》，就源于古代巴人的《踏歌舞》。 

二 

在对重庆城市文化的历史描述中，人们往往只注意两头，即要么是指向巴文化，要么是指向当代城市文化，但是只有建立

起巴文化和重庆当代城市文化之间的内在脉络，才能揭示出巴文化和重庆城市文化的密切关系。 

重庆城市文化正是在这个变迁过程中，完成了传统与更新、古老与现代的交替，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槃和更生。在这一转

换过程中，移民活动和近代化尤为重要，他们是重庆城市文化从前世向今生巨变的重要因素。 

1.移民活动 

重庆是典型的移民城市，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，对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。重庆移民史中，规

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的移民活动主要有三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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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是明末清初的“湖广填四川” 

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，清初四川人口凋零。清朝于顺治末年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，此后出现了持续不断

迁居四川的移民浪潮，前后延续 60 余年之久。这次大规模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，使四川人口从清初的 50 万人，增

加到 1724 年移民浪潮进入尾声时的 204.66 万人，为原有人口基数的两倍有余。 

重庆在这次移民潮中，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对当时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例如，促成了经济

关系的多样化，发生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情况；也让重庆的经济作物出现多样化，种植技术得到显著提高，另外，大量的商

业移民也促成了重庆成为一座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。 

第二次是发生在抗战时期 

1937 年抗战爆发后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东相继沦陷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，大批工厂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迁移，东部

人口也随之内迁。有关统计：西南各省自 1937 年 10 月到 1941 年大约接收移民 1000-2000 万人。重庆市区人口由 1937 年的 47

万，飙升到 1946 年的 125 万［1］。在这次的移民队伍中，人们最习惯提到“下江人”这个词，所谓“下江人”，即是从长江中下

游诸省区迁来的移民。 

自民国以来，重庆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相对封闭状态，重庆“本地人”与“下江人”似乎代表着“传统内陆乡村”与“现

代都市”。“下江人”群体在抗战时期快速壮大，所带来的与现代化、工业化等直接联系的生产、生活及思维方式，对于老重庆

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促进了重庆向现代都市转型。 

第三次是“三线建设”移民 

上世纪 60 年代，因为国际、国内形势的变化，为防止新中国的新兴工业基础遭到破坏，国家计划性地将之向内地迁移。这

次内迁主要以军工业、新兴科技为主。迁出地大多是东北、沿海一带的工业企业，大批技术人员、劳动力及其家属也蜂拥而至，

迁入重庆的人口约十多万。这次移民为重庆带来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和技术人员，可以说奠定了重庆作为重要工业城市的基础。 

历次移民，使得重庆的人口构成状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，本土居民的比例逐渐下降。而伴随着大规模迁入人口以及其带来

的原居住地的文化习俗，使重庆本土的文化生态在历次移民后都会发生变迁。 

在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混杂过程中，一方面，外来文化冲击着巴文化的传统习惯。另一方面，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碰撞

中，重庆的本土文化也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。所以当下的重庆城市文化图景，并非单一文化源头所造就，而是多种文化融汇的

结果。 

2.近代化 

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启动是从商业化开始的，然后走上工业化的道路。重庆自 1891 年开埠以来，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

刻的变化，开始了重庆城市新的发展阶段。川江航运的开辟与贸易的繁荣使重庆与长江中下游的惟一“黄金水道”优势凸现，

促进重庆“向东”发展。 

重庆与“下江”地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为长江中下游物质文明的传入打开了通道。“开埠通商使重庆这个古老的城市破天

荒地受到来自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猛烈冲击，在极其被动的局势下，重庆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。”［2］隗瀛涛曾经指出，重庆作

为西部的龙头，是长江上游城市近代化的起点，如果重庆不实现近代化，西南地区的其他城市就无法完成近代化，长江流域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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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带和经济带，进而无法完成中国的近代化。 

近代的重庆为祖国奉献了灿烂的文化，也为自己打造了崇高的精神［3］。从 19 世纪末期以来的城市近代化历程加强了重庆与

沿海乃至世界的贸易联系，开埠以后，重庆的工业才开始缓慢起步，并在民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增长；到抗战时期，重庆才最终

完成近代化的任务。 

在近代重庆的崛起中,两个重要因素是关键：一个是“内部合力”,即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形成的近代“海派”文化之“西进”；

另一个是“外部借力”,即以近代西方文化为代表的“西学”之“东渐”。 

这两种因素与重庆传统文化的相互激荡，产生了内陆城市文化，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，还给以豪放和阳刚之

气为特征的重庆文化更多的理性、睿智和现代色彩，从而造就了现代的重庆人，使重庆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，领导着中国

西部的思想潮流［3］。 

近代重庆从“开埠”“设市”到“陪都”的历史，一方面是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过程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近代化向内陆腹地深

化的过程，是区域城市近代化的过程。延续百年的近代重庆城市文化构成重庆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底蕴［4］。 

三 

历史悠久的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，其全城依山而构，临江而筑，市内坡峭路陡，楼房重叠错落，山

和城融为一体，有“山城”之称；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，重庆雾多，又素有“雾都”称号。这些别称和美誉是重庆城市的客观

表现和真实写照，给人以鲜明的印象，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，他们是重庆城市文化深厚历史积淀的载体，是重庆重要的城市文

化符号，可以说，这是重庆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。 

很多专家在探讨重庆的传统文化时，经常会冠之以“巴渝文化”，实际上当代重庆人主体构成并非上古巴人嫡传后裔，仅在

地缘上可称之为巴人之后。经历几千年的变迁发展，在当代社会，巴文化的原始面目已含混不清了，作为其演变结果的重庆城

市文化与巴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。 

但在当下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中，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巴文化的流变踪迹。对于重庆城市文化建设而言，在“中华文化”的

总名之下，通过探究梳理找到重庆城市文化独有的文化特质，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时至今日，除考古发现外，巴文化的

实物载体已经难以找寻，巴文化的当代形态应该说更多地体现在土家族文化形态中。 

从文化地域来看，重庆是巴文化的核心活动区，也应当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。从当前重庆尚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

中找寻非物态存在的以巴文化为主的各种文化遗存，当是对重庆城市文化特色进行发掘与认知、重塑与营造的重要路径。 

明末清初以来，重庆挟两江之利，又经历了几次大的外来移民，重庆城市文化逐渐产生了新的特质，可以概括为移民文化

和码头文化的混合体，这种文化具有尚武争雄、质朴务实、耿直仗义、豁达通脱等优点。当然这种文化也有它的劣处，在文化

建设时就需要扬长避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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